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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薛　毅

[摘　要] 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 ,尤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 ,王世杰是一个值得关注和

研究的人物 。这一时期 ,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 、国民参政会

秘书长及主席团主席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 、中

央设计局负责人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重要职务 ,是蒋介石特别倚重的智囊 ,是蒋重要的高级

幕僚和顾问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 ,王世杰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 ,经常对国民政府

的内政外交建言献策 ,他多次提出政治解决的方案 ,寻求缓和国共冲突的办法。他参加了国共

两党之间举行的主要谈判 ,并在谈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涉时往往以王

世杰为主要对手 ,并把他作为谨慎合作的对象 ,其他民主党派也常常把王世杰视为国民党方面

的主要谈判代表 ,向其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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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到 1947年 2月国民党通知中共驻南京等地的代表全部撤返延安 ,史

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时期 ,王世杰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 。在此期间 ,他在国民党和国

民政府中担任多种重要职务 ,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 ,他经历并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诸

多重大事件 ,尤其在国共会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开展对于王世杰的研究 ,对于深入研究第二次国共

合作的历史 ,总结其经验教训 ,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同时 ,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 ,有利于增进海峡两

岸的学术交流和沟通对话 ,有利于改善海峡两岸关系 ,有利于改善国共两党关系 。本文拟研究王世杰与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系及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以期推动国共关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

一 、王世杰在西安谈判中崭露头角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 ,湖北崇阳人。曾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辛亥革命爆发后 ,投笔

从戎 。民国初年 ,他以辛亥革命功勋的身份被官方派遣到欧洲留学 ,获得伦敦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巴黎大

学法学博士学位 。1920年回国后 ,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和系主任 、代理教务长 ,南京国民政

府法制局局长 ,湖北省教育厅长等职 。1929年担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从 1933年起先后担任国

民政府教育部长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主席团主席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重要职

务。以上诸多职务 ,以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主席团主席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

部长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责任最为重大。整个抗日战争时期 ,王世杰是蒋介石政治决策的主要参与

者。正因为王世杰有着丰富的阅历和身兼数职 ,使得国民党方面把他作为与共产党方面谈判的理想

人选 。

早在抗战初期王世杰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期间 ,他就开始了与中共代表的接触和商谈。由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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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需要 ,王世杰经常与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接触 ,特别是和董必武 、秦邦宪 、陈绍禹等驻会委员 。

1942年 7月 3日 ,王世杰与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会谈的内容包

括国共合作 、军政统一 、国民党释放叶挺和廖承志 、国民党向延安派联络参谋等事。除了释放叶挺之事

王世杰无权做主之外 ,其它事宜都得到了解决或有所进展。

1943年 5月 1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解散共产国际组织。国民党内一些人员乘机提出解散中

共的意见 。国民党的报刊也为此大造舆论 ,国共关系一度紧张。这年 9月 18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

会议在重庆举行 。鉴于当时国共关系处于紧张的状况 ,共产党方面留在重庆的参政员董必武不打算出

席本次会议 ,故迟迟未去报到 。王世杰闻讯后亲自前往董必武住处劝说 ,并说明国民党方面没有在这次

会议上反共的打算 ,使得董必武如期参加了会议 。事后董必武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9 月 16日

《中央日报》有一篇声讨中共的社论出现 ,最后并说要我们答复。17 日上午 7时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

雪艇来 ,以个人资格劝我去报到出席 。我答以:我留在重庆 ,并没有打算不出席 ,但因国民党骂得这样

凶 ,参政会上如要作反共言论和决议 ,这必引起我的抗辩 ,我想不出席 ,让这些反共代表去骂个痛快算

了 ,何必去寻这样毫无益处的麻烦呢? 王雪艇说 ,他知道政府方面没有要在参政会来反共 ,蒋主席作主 ,

蒋不会在会上讲什么 。”[ 1](第 86页)10月初 ,王世杰 、邵力子先后与中共代表董必武会谈 ,要求国共双方

停止刺激对方。王世杰还一再表明:“政府对边区无用兵之意 ,主张政治解决国共争端问题 。 ……中国

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主张政治解决的情况下 ,也明确表示愿意重开两党谈判 ,解决两党争端 ,维护两党

的继续合作。”[ 2](第 1425页)

到了 1944年 ,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这一年 ,德国战败已成定局 ,

日本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的抗战进入末期 。国共谈判的内容从此明显发生变化。这一时期

国民政府方面的谈判代表是王世杰和张治中 ,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林伯渠 。

1944年 4月 16日 ,王世杰从蒋介石处得到了由何应钦拟订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这

个《草案》是根据蒋介石“政治放宽 ,军事从严”的指导思想制定的 。王世杰在 4月 21日的日记中对此的

记载是:“蒋先生指定予与张文伯与行将来渝之中共代表林祖涵 ,磋商中共问题之解决。”
[ 3]
(第 193 页)日

记中谈到的张文伯即张治中。从这一天王世杰的日记可以看出 ,这一次国共谈判原计划在重庆举行。

但到了 4月 28日 ,蒋介石临时决定王世杰 、张治中先赴西安与林祖涵进行初步商谈 ,意在先摸一下中共

谈判的底牌 。4月 30日晚 ,蒋介石向王世杰 、张治中面授机宜 ,“勉彼等对林谈话不可过于相信 ,并不可

过于放宽” ,表明了蒋对这次国共谈判的基本立场 。

1944年 5月 2日 ,王世杰和张治中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从重庆飞抵西安 ,准备同中共代表林伯渠举

行会谈 。5月 3日 ,王世杰和张治中前往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礼节性拜访了林祖涵 ,双方约定翌日开

始正式商谈。

会谈从 5月 4日开始。据王世杰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前约林祖涵与予及张文伯开始商谈。

……予等询中共对于解决目前僵局之方案 ,彼谓彼并未带有新方案 ,彼等之意见已由周恩来 、林彪于去

岁提出 ,迄未经蒋先生批复 ,彼愿政府对该方案予以答复。予等当嘱其电延安询毛泽东等有无新意见。”

由此可见 ,中共方面关于此次谈判的方案 ,基本上以中共将领林彪在重庆的谈判为基础 。早在 1942年

12月 24日 ,林彪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四点意见:(1)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 ,允

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等地办党;(2)八路军 、新四军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3)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 ,

人员 、地域不动;(4)八路军 、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 ,在抗战胜利后北移
[ 4]
(第 417 , 510 页)。

从 5月 4日至 11日 ,双方举行了 5次会谈 ,每次半日 。会谈内容主要是围绕中共代表提出的承认

中共合法地位 ,承认边区地方政府 、承认中共领导的军队 、中共军队改编的数额 、恢复新四军番号 、撤销

对各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等问题。5月 10日 ,林伯渠在给延安的电报中称:“张 、王的态度是倾向照林

彪提案解决 ,但不愿作正面肯定的表示 。他们办法是探求我们能接受的意见向蒋报告 ,再由国民党中央

作一提示案 ,交我转延安接受 。”由此可见 ,在中共代表看来 ,王世杰等国民政府代表希望在林彪方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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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进行谈判。经过反复谈判 ,双方于 11日达成了初步意见
[ 5]
(第 258-259 页)。

5月 17日 ,王世杰携林伯渠同机离开西安 ,飞抵重庆 ,继续谈判。第二天 ,王世杰面见了蒋介石。

据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前谒蒋先生 ,报告与林祖涵谈话情形 ,并郑重主张此次务成立若干初步解

决办法 ,若干时以后 ,或可促毛泽东作进一步解决之商谈。蒋先生似亦以予之意见为然。”

5月 31日 ,王世杰和张治中向蒋介石力陈应尽快解决中共问题 ,并提出了政治解决的初步方案。数日

后 ,蒋同意了王 、张提出的“中央政府提示案” ,共 3项 18条 。其主要内容为:中共军队编为 4个军 , 10个

师;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抗战结束后 ,召开国大 ,实施宪政 ,中共与其他政党享受同等待遇。

7月 3日 ,中共代表林伯渠向王世杰 、张治中口头转达了中共对于 6月 5 日国民党提示案的意见 ,

共四点内容:(一)民主尺度放宽;(二)中共军队编为 16 个师;(三)希望王世杰和张治中赴延安细商;

(四)恢复中共在渝电台。7月13日晚 ,林伯渠与王世杰 、张治中再度会谈。林提出希望王世杰和张治中

至少有一人前往延安会谈 ,或答复中共所提的 12条意见[ 3](第 209 页)。

二 、王世杰在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中起重要作用

从 1944年下半年开始 ,国共谈判的核心内容逐步转到了如何组建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上 ,标志着国

共谈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民主政治要求的提出 ,标志着国共谈判的内容和性质已经出现了重大而深

刻地变化。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主要是王世杰和张治中;共产党的主要代表仍是林伯渠。1944年 8月

4日 ,王世杰约见林伯渠 、董必武 ,面告两件事:“(一)予与文伯将给彼等所提十二条意见以书面答复 ,彼

应促中共对中央六月五日提示案迅提切实答案;(二)如彼等有答案送来而其内容不太坏 ,予将提请中央

派文伯或予本人偕林赴延安一商。”
[ 3]
(第 213 页)从王世杰的日记可以看出 ,王或张前往延安谈判是经过

蒋介石同意的。8月 10日 ,王世杰针对中共所提的 12条复函林伯渠 ,承诺“在抗战结束后一年以内 ,实

行宪政 ,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 5](第 274 页)。由此可见 ,此时的王世杰已看出中共的谈判重点已经转到

了民主政治方面 。他还向蒋介石建议:中共“如欲参加政府 。政府可在行政院予以地位” [ 6](第 27 页) 。

9月 15日 ,中共代表林伯渠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正式提出

了关于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 、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 。林伯渠在提出组建联合政

府的同时 ,提出召开党派会议的问题。次年 2月 , “王世杰将党派会议更名为`政治咨询会议' ,理由是便

于无党派人士参加 ,这个会议的任务是 :̀统一军事及容纳国民党以外之人于政府' ,因此 ,政治咨询会议

是与参加政府相联系的。”
[ 6]
(第 260 页)

为了调停国共关系 ,美国政府先后任命魏德迈和赫尔利接替对国共两党有较明智认识的史迪威将

军和高斯大使 ,这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赫尔利上任后 ,频繁在国共两党间调停 ,并以美国

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身份于 11月 7日飞赴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会谈。经过多次会谈 ,他和毛泽

东达成了初步协定。赫尔利把协定带到重庆转给王世杰后 ,王世杰奉命将国民党的协议意见转给中共

代表 。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是要中共先交出军队 ,然后国民党再给中共以合法地位 。11月 22日上午 ,

王世杰 、宋子文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在赫尔利的寓所与中共代表周恩来 、董必武进一步举行会谈 。会谈主

要在王世杰与周恩来之间进行 。会谈内容集中在党派合法 、中共在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的地位作

用 、中共军队的指挥权 、蒋介石和毛泽东会面等问题。此后 ,国共双方的谈判继续进行 。王世杰始终是

国民党谈判代表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无论是提交协定草案还是斟酌条文内容 ,王世杰在国民党方面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也把王世杰作为主要谈判对手。1945年 2月 3日 ,周恩来作

为中共代表起草了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 ,于当天交给了王世杰 。内容如下: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

党 、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解决如何结束党治 、如何改组政府 。党派会议应

公开进行 ,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
[ 5]
(第 583 页)。

与此同时 ,王世杰也把国民党方面的有关方案递交给了周恩来 。方案内容如下:(1)结束训政与实

施宪政之步骤。(2)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3)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 5]
(第 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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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页)。

对于周恩来与王世杰提出的方案 ,有学者经过比较认为:“周 、王两案的主要区别在于 ,周案为单向

的 ,即只提对国民党的政治要求;而王案则是双向的 ,既有国民党自身的结束训政问题 ,也有对中共的统

一军事的要求。”[ 6](第 81 页)

第二天 ,毛泽东即致电周恩来要其转告王世杰等人 ,表明共产党对谈判的态度 ,要求除坚持废除党

治外 ,请着重取缔特务 、自由 、放人 、撤兵四条 。随后 ,王世杰与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两党举行了多轮谈

判。2月 14日 ,王世杰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 ,表明国民党的谈判立场和观点 。2月 16日 ,周恩来返回延

安 ,国共谈判宣告中断。周恩来回到延安后 ,当获悉国民党准备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时 ,于 3月 7日通

过给王世杰写信的形式 ,表明了中共对此问题的看法和态度
[ 7]
(第 583页)。

5月 17日 ,王世杰和张治中邀请中共代表林伯渠 、王若飞到重庆继续商谈 。这一时期 ,国共两党经

过多次接触和谈判 ,各自形成了两套谈判方案 。国民党的第一方案为成立战时内阁 ,第二方案为提前行

宪;共产党的第一方案为组建联合政府 ,第二方案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

三 、王世杰在重庆谈判中的首席地位

1945年 8月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 14日 、20日 、23日 ,蒋介石接连发出 3封电报 ,邀请

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

8月 28日 ,毛泽东乘飞机来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 。当天晚上 ,王世杰出席了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

毛泽东等人举行的欢迎宴会。随后 ,王世杰到毛泽东下榻的寓所做礼节性的拜会 ,并当面转交时任中国

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胡适的电报 。在这份电文里 ,胡适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 ,做和平的

第二大党 ,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 ,显然不切实际 。但他把如此重要的电文通过王世杰转交给毛泽东 ,

反映出他和王世杰之间有着彼此信任的密切关系 。

重庆谈判从 8月 29日开始到10月10日达成协议一共历时43天。参加谈判的国民政府代表四人 ,分

别是王世杰(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四川省主席)、张治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邵力子(国民参政会

秘书长);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若飞(中共中央秘书长)。谈判大致分为三个阶

段:8月 29日至 9月 3日是一般性交换意见阶段;9月 4日至 22日是就实质问题进行商谈的阶段;9月 27

日至 10月 10日是最后达成协议阶段 。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双方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

直接交换意见;一个是双方代表之间进行磋商。王世杰参加了第一阶段的谈判。9月 2日和 3日上午 ,毛

泽东连续约见王世杰。据王世杰回忆 ,毛泽东 9月 2日与他会谈的地点在重庆桂园。这是一次比较系统

的谈话 ,谈话内容将重庆谈判中将要涉及的问题都提了出来。毛泽东和王世杰分别代表共产党和国民党

表达了各自的原则立场。毛泽东和王世杰会谈结束后 ,周恩来同王世杰继续商谈。

9月 3日上午 ,毛泽东与王世杰继续会谈。9月 4日上午 ,王世杰等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向蒋介石汇

报谈判情况。当天下午 ,王世杰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前往伦敦 ,参加中 、苏 、英 、法 、美五国外交部长会议。

王世杰不在重庆继续谈判 ,似乎表现出他对谈判的成功比较有信心。10月 8日 ,王世杰回到重庆 ,当晚

向蒋中正报告会议概况。这一天恰逢国民党代表张群 、张治中 、邵力子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 、王若飞举

行会谈 ,商定即将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日子。

10月 10日 ,王世杰代表国民党到重庆桂园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上

签字 。签字的国民党代表还有张群 、张治中 、邵力子;中共代表为周恩来 、王若飞等 。《会谈纪要》共 12

项内容 ,开篇讲到: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 ,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 ,商

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八月二十八日应邀来渝 ,进见蒋主席 ,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 ,政府

方面为王世杰 、张群 、张治中 、邵力子四先生 ,中共方面为周恩来 、王若飞两先生 。

由此可见 ,在 1945年 8 —10月的国共谈判中 ,王世杰在国民政府四名代表中居于首席代表的地位。

在《会谈纪要》签署的当天晚上 ,王世杰再次与毛泽东长谈 ,希望毛泽东返回延安后再来重庆商议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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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政治协商会议事宜 。这次谈判有些问题虽然未达成协议 ,但《会谈纪要》公布了双方的主张与分歧 ,有

助于全国人民了解各方的立场和观点。《会谈纪要》签订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会

谈并发表会谈纪要的形式 ,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 ,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

位。国共双方都可以从相关表述中获得己方认同和需要的内容 。

四 、王世杰在国共停战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

《会谈纪要》签订后 ,以王世杰为首的国民政府代表和与周恩来 、董必武 、王若飞 、叶剑英为主要成员

的中共代表继续就停止军事冲突 、恢复交通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国民大会等问题继续谈判。仅在 10

月 20—23日就连续举行了四次会谈。

12月 16日 ,苏 、美 、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 ,苏 、美 、英一致表

示支持中国的“统一与民主” ,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内部冲突 。同一天 ,中共代表周恩来回到重庆 ,准备

重开谈判 。在此背景下 ,国共于 12月 27日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国民政府方面的谈判代表是王世杰 、张

群 、邵力子;中共代表是周恩来 、王若飞 、董必武 、叶剑英 。王世杰等国民党代表与周恩来 、王若飞就停止

进兵 、恢复交通问题进行会谈 。王世杰根据蒋介石的指示 ,提出三点商谈内容:(1)铁路交通必须恢复;

(2)中共军队撤退铁路线以外 ,其已占领之区域维持现状;(3)中共军事代表叶剑英应早来渝进行军事小

组会议 ,商谈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
[ 8]
(第 454 页)。周恩来则代表中共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点提

议。对于中共的提议 ,王世杰等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将认真考虑 ,并与美国特使马歇尔商讨后给予答复。

12月 27日 ,国共双方恢复谈判。国民党方面代表是王世杰 、张群 、邵力子;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恩来 、

王若飞 、叶剑英 。中共代表提出停止冲突 、恢复交通 、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三项提议 ,并建议政协开

幕日期可以定在 1946年元旦 。12月 31日 ,王世杰与周恩来继续举行会谈 ,并递交了国民政府对中共

12月 27日提议的复文 。复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 ,并恢复铁路交通 。

二 、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 ,与我国对盟邦所负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 ,

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 ,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受降有关事项 ,由政府派代表一人 ,中共派代表

一人 ,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 ,提请政府实施。

三 、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推定公证人士 5人 ,组织军事考察团 ,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

考察军事状况 、交通情形 ,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 ,随时将事实真相 ,提出报告并公

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 ,亦请其推定公正人士参加。

早在重庆谈判结束后 ,王世杰就向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希望当年 11 月初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意

见。王世杰和周恩来等还初步商议了国民党 、共产党 、青年党 、民盟 、无党派等方面的代表名额和名单。

1946年 1月 10日 ,有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出

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 38人 。王世杰是国民党方面 8名代表之一 。由于国共双方都不同程度做了让

步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46年 1月 31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通过了 5项决议案后圆

满闭幕。这次会议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生活中万众瞩目的一件大事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中 ,王世杰在国民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共代表团有重大问题与国民

党方面交涉 ,经常把王世杰摆在首位 。1946年 4月 5日 ,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 、董必武 、王若飞 、吴玉

章 、陆定一 、邓颖超 、秦邦宪等为北平市当局搜查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滕代远公馆 、解放报社 、新华通

讯社 ,逮捕 44名人员之事 ,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抗议信送达的第一人就是王世杰 ,另外 3人分别是邵

力子 、张群 、张厉生。

4月 21日 ,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为促请国民党解决各项问题致函国民党三代表 ,王世杰首

当其冲 ,另外两人分别是邵力子 、张厉生 。

6月 21日 ,中共代表团致函王世杰等人 ,商议东北停战 、恢复全国交通 、全国整军及复员 、重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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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会议等事情 。

这一时期 ,王世杰接到中共代表团的信函还有反对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之事 ,为李公朴 、

闻一多遇害之事 ,反对国民政府在张家口及其周围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等内容。这一时期的谈判 ,从西安

到重庆 ,尽管双方提案内容与立场相距甚远 ,进展不大 ,但彼此对对方立场的了解与日俱增。

随着国共关系的破裂 ,国民党于 1947年 2月通知中共驻南京等地的代表全部撤返延安 ,关闭了国

共谈判的大门 ,第二次国共合作终告结束。

纵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程可以看出 ,王世杰始终是国民党谈判代表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无论是

提交协定草案还是斟酌条文内容 ,王世杰在国民党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个人经历而言 ,王世

杰曾有留学英法的学历 ,先后获得经济学和法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

授和法律系主任 、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等职。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曾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杭

立武称王世杰为蔡元培以后“学人从政之第一人”。从政治理念方面而言 , “参加过 1911年辛亥革命的

王世杰 ,虽然与国民党有很深的渊源 ,但政治理念方面偏向胡适的自由主义。” [ 9]
(第 120 页)在第二次国

共合作期间 ,他多次提出政治解决的方案 ,寻求缓和国共冲突的办法 。作为蒋介石特别倚重的智囊和高

级幕僚 ,在处理第二次国共关系问题上 ,他经常为蒋介石建言献策。在国共谈判的核心内容逐步转到了

如何组建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上时 ,王世杰向蒋介石建议:中共“如欲参加政府 。政府可在行政院予以地

位” 。在举世瞩目的 1945年 8—10月间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中 ,无论在早期的一般性交换意见阶段 ,

还是最后达成协议阶段 ,王世杰都担任着重要的角色。最后签订《会谈纪要》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国共

两党最高领导人会谈并发表会谈纪要的形式 ,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 ,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和

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国共双方都可以从相关表述中获得己方认同和需要的内容 。王世杰作为国民党的

首席谈判代表 ,自然功不可没 。

中共中央曾以党内文件的形式于 1946年 2月 7日发出指示:“我们现在应谨慎地与蒋介石 、孙科 、

王世杰 、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 ,进行民主化工作 ,而反对西西复兴两系中的坚决反民主分子。”
[ 10]

(第 72-73页)由此可见 ,中共中央对于王世杰是区别对待 ,另眼相看的 。在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中 ,中共

代表团有重大问题与国民党方面交涉 ,经常把王世杰摆在首位。不仅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涉时往往以王

世杰为主要对象 ,其他民主党派也常常把王世杰视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 ,向其提出意见和建

议。王世杰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地位及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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